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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知识分享与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社会网络机制的解释* 

蔡亚华  贾良定  尤树洋  张  祎  陈艳露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93) 

摘  要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是团队领导领域的最新议题, 现有的研究局限于探讨其社会心理方面的作用机

制。本文从社会网络机制出发解释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团队知识分享及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基于 65 家企业

的 225 个工作团队样本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交流网络密度从而

提高团队知识分享;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从而降低团队知识分享; 
团队知识分享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本文的证据表明, 在中国情境下, 差异性团队领导行为不利于创造稠密

的团队交流网络, 以及团队知识分享, 从而不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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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变革型领导概念自从提出以后, 一直被视为有

效的领导风格, 并从各个理论视角对其有效性进行

研究(Bass & Riggio, 2006)。当前鲜有的探讨其阴暗

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变革型领导的权力滥用和下

属对领导者过分依赖等主题(Kark, Shamir, & Chen, 
2003)。然而, 随着多层面研究在组织科学中的兴起, 
学 者 通 过 探 究 变 革 型 领 导 的 层 面 问 题 (level of 
analysis) 试 图 给 研 究 其 阴 暗 面 提 供 新 的 视 角

(Schriesheim, Wu, & Scandura, 2009; Wu, Tsui, & 
Kinicki, 2010)。Schriesheim 等(2009)的研究验证了

变革型领导的两个维度：一是团队一致性维度, 包

括针对团队整体的理想化影响(idealized influence)
和领导感召力(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另一是个

体差异性维度, 包括针对个体的智力激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和 个 性 化 关 怀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Wu 等(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 团队

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会通过团队认同影响团队效能

感, 从而对团队有效性产生积极作用; 个体差异性

变革型领导会通过个体对团队认同的差异性影响

团队成员自我效能感, 从而对团队效能感和团队有

效性产生消极影响。 
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实践意义上看 , Wu 等

(2010)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 , 但也存在局

限：第一, 该项研究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探讨不同层面的变革型领导对团队有效性影响的

心理氛围机制(如认同和效能感), 但是社会结构视

角下的社会网络机制可以提供互补的、新的解释机

制。传统社会学心理变量只是用一些代理变量来描

述组织中的交流沟通情况, 而社会网络视角能够真

正刻画出成员的实际交流情况; 第二, 该研究的结

果变量是团队有效性。但在 21 世纪充满变化的环

境下, 尤其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 团队创造力是一

个关键变量; 第三 , 该项研究的研究情境在美国 , 
其在中国的跨情境适用性有待考察。另外由于该项

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仅 70 个工作团队), 所以其结果

的稳健性和普适性有待加强。事实上, 在中国情境

下差异化领导行为研究极具切题性。因为中国人在

社会交往中按照关系的亲疏先验地把交往对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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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人、熟人和生人, 对待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交

往原则, 从而形成所谓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48; 
Luo, 2011)。自然地, 在工作场所领导也会根据与下

属不同的关系质量表现出差异化的领导行为(王震, 
仲理峰, 2011)。然而一直以来, 国内外组织管理研

究领域对这种差异化领导行为的研究相对缺乏。国

外研究还只是从传统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差异化

领导对团队的影响(Wu et al., 2010; Wang & Howell, 
2010)。国内研究中, 刘军、章凯和仲理峰(2009)研
究了工作场所差序格局的形成, 并检验了其前因变

量—— 团队任务相依赖性和团队成员政治技能差异, 
但是没有考察作为团队重要因素的团队领导对团队

差序格局可能存在的影响。总之, 国内外研究均没有

从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结构视角来探究差异化变革型

领导对团队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第一, 以团队为单位探究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团

队创造力的影响。在知识经济大潮下, 团队已经成

为企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主要工作单元, 团

队创造力是这些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Zhou & 
Shin, 2007)。本研究试图揭示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

导和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作

用机制。在中国情境下, 本研究试图揭示什么样的

领导才能促进团队创造力。 
第 二 , 拓 展 社 会 心 理 学 视 角 (Zhang, Tsui & 

Wang, 2011), 从社会结构视角揭示不同层面的变

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具体地, 团队

一致性变革型领导和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分别

如何影响团队社会网络, 团队社会网络进而影响团

队的知识分享水平, 最终影响团队创造力。Zhang
等(2011)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发现团队知识分享是领

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中介变量。本研究进一步阐明

团队知识分享的社会结构前因。 
第三, 探究团队沟通网络的前因和结果是对团

队 社 会 资 本 研 究 领 域 的 拓 展 (Oh, Chung, & 
Labianca, 2004; Oh, Labianca, & Chung, 2006)。本文

试图同时研究团队社会网络的重要结果变量—— 
团队创造力和团队社会网络的前因变量—— 差异

化变革型领导。通过整合这三个研究领域, 本文试

图回答什么样的领导风格才能打造最优的团队社

会网络结构, 提升团队社会资本, 从而促进团队知

识分享和团队创造力。 

2  理论与假设 
团队领导差异化对待团队成员会怎样影响成

员态度从而影响团队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一个悬

而未决的问题(Nielsen & Daniels, 2012)。一方面, 
已有差异化领导的文献主要聚焦于团队成员的领

导-成员交换质量差异怎样通过社会比较过程影响

个体或团队的有效性。Erdogan 和 Bauer (2010)研究

发现, 团队领导-成员交换质量差异会负向影响团

队成员工作态度、同事间关系等, 而且团队程序公

平和分配公平氛围会减弱这种负面影响; Boies 和

Howell (2006)研究发现团队领导-成员交换的平均

水平正向影响团队效能感 , 负向影响团队冲突水

平, 团队领导-成员交换质量差异负向调节这种关

系。但是, 该类研究始终没有探讨领导对下属实施

差异化的领导行为对个体或团队有效性影响的作

用机制。 
另一方面, 作为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不同学

者将变革型领导建构在不同焦点(foci)上 , 主要有

个体、配对(dyad)和团队焦点, 并且对焦点的选择

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随意选择或混淆变革型领导

的作用焦点, 学术界对此日益不满(Kark & Shamir, 
2002; Yammarino, Dionne, Chun, & Dansereau, 2005), 
因此开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同时探讨变革型领

导的层面问题。实证上, Schriesheim 等(2009)检验

了应用最为广泛的变革型领导量表(MLQ)各维度

的分析层面问题。作者把变革型领导的四个维度分

别在个体和团队层面进行测量, 通过对各自测量模

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发现：在团队层面测量的理想化

影响和领导感召力对数据的拟合更好, 在个体层面

测量的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对数据的拟合更好。

因此作者建议理想化影响和领导感召力应该在团

队层面进行理论建构以及数据测量和分析, 智力激

发和个性化关怀应该在个体层面进行理论建构以

及数据测量和分析。Wang 和 Howell (2010)的研究

也发现变革型领导既可以是团队一致的(即领导作

用于整体团队), 也可以是个体差异的(即领导对团

队成员展现出差异化领导行为), 并且开发了双重

层面(dual-level)的变革型领导行为量表。作者认为,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为有三个子维度：强调团

队认同、交流团队愿景和建设团队; 个体差异性变

革型领导有另外三个子维度：传递高绩效期待、支

持下属发展和智力激发。理论上, Wu 等(2010)开发

了一个理论模型, 验证了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

为促进团队有效性,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行为抑

制团队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这个领导学领

域最新兴起的议题, 国内研究还处于概念的引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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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王震, 仲理峰, 2011)。下面将具体解释差异化变

革型领导的理论内涵。 
2.1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为是基于平均领导

风格的理论范式(Dansereau, Alutto, & Yammarino, 
1984)。平均领导风格理论认为领导视团队成员为

一个整体, 因此用相同的方式对待每一个成员。因

此, 根据平均领导理论, 领导作用的焦点为整体的

团队而非个体成员。根据 Kozlowski 和 Klein (2000)
对团队层面构念的分类,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具

有共享型特征(shared property), 即属于同一个团队

的成员在该特征上分享相同或类似的认知、态度、

情感或行为感知。统计上, 共享型特征也取决于成

员对该特征感知的一致性程度。 
基于差异化领导的研究(Wu et al., 2010; Wang 

& Howell, 2010)和中国情境下的变革型领导研究

(Wang, Law, Hackett, Wang, & Chen, 2005； 陈永霞, 
贾良定, 李超平, 宋继文, 张君君, 2006), 我们认

为三个变革型领导维度反映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

导, 分别是：提供角色模范、展现高绩效期望和阐

明愿景, 因为这三个维度都直接作用于团队整体。

具体地, 提供角色模范指变革型领导通过口头唤醒

或组织形象强化团队成员的集体认同感; 展现高绩

效期望指变革型领导通过给团队所有成员制定高

的绩效要求来传递卓越和高绩效的团队形象; 阐明

愿景指变革型领导向所有成员阐明一个美好的愿

景从而激励下属超越个体需求, 为了集体的利益而

奋 斗 (Podsakoff, MacKenzie, Moorman, & Fetter, 
1990)。 
2.2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行为是基于情境领导

的理论范式(Fiedler, 1967)。情境领导理论认为, 有

效的领导是根据下属的差异(如能力、个体特征)或
者情境因素(如团队工作特征)等表现出来的差异化

领导行为 , 即团队领导对待团队成员并非一视同

仁。因此, 根据情境领导理论, 领导作用的焦点是

个体成员而非整体团队。根据 Kozlowski 和 Klein 
(2000)的分类,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提升到团队

层面具有构造性的特征(configural property), 即属

于同一团队的成员在该特征上有不同的认知、态

度、情感和行为感知。另外, 作为团队层面的个体

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反映了团队成员感受到该种类

型领导行为的差异性, 即领导越是展现出个体差异

性变革型领导行为, 则说明领导越是只针对小部分

下 属 展 现 该 种 类 型 的 领 导 行 为 。 因 此 , 根 据

Harrison 和 Klein (2007)对团队多样性的分类, 个体

差异性变革型领导行为属于差异(disparity)类型。 
两个变革型领导维度反映个体差异性变革型

领导：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因为这两个维度, 领

导行为作用的焦点是个体成员而非整体团队(Kark 
& Shamir, 2002)。智力激发指领导鼓励下属挑战现

有状态, 以新的视角、方法去看待问题, 从而产生

原创性的想法去处理与工作相关的事务。领导在展

现智力激发时必须个性化地考虑团队成员的能力

(Bass, 1985)。个性化关怀指领导根据团队成员的具

体特点提供相应的支持去发展和教导该下属。个性

化关怀是领导考虑下属的独特性以及与下属的关

系 后 实 施 的 领 导 行 为 , 完 全 因 人 而 异 (Kark & 
Shamir, 2002)。 
2.3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团队交流密度与团

队知识分享之间的关系 
促进团队之间的交流是领导最重要的角色要

求之一, 但是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探究领导是如何促

进团队社会网络发展和演进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

于探讨领导或者下属的社会网络位置对个体或团

队 层 面 有 效 性 的 影 响 (Bono & Anderson, 2005; 
Venkataramani, Green, & Schleicher, 2010)。比如

Bono 和 Anderson (2005)发现, 上级的变革型领导

行为能够增加下属在交流网络中的中心性, 从而为

其带来职业收益; Venkataramani 等(2010)发现, 处

于团队交流网络中心的领导能够通过增加领导-成

员交换来提高下属工作满意度。尽管 Zhang 和

Peterson (2011)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和团队交流网络

关系, 但是该研究并未区分不同层面的变革型领导

行为。 
根据个人行为的动机-能力-机会框架, 一项行

为在动机、能力、机会兼具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发生

(Blumberg & Pringle, 1982)。Reinholt, Pedersen 和

Foss (2011)首先把此理论运用在个体层面知识分享

的研究中, 该研究发现网络中心性仅仅赋予了员工

知识分享的机会, 员工的实际知识分享水平还取决

于其知识分享能力和动机。本文认为团队一致性变

革型领导能够影响团队成员分享知识的动机、能力

和机会, 从而影响团队整体的知识分享水平。其一,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通过提供角色模范增强团

队认同感, 这种行为触发社会认同过程使团队成员

依附于团队(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 并触

发自我归类机制(Turner, 1985)使其把团队成员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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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内群体; 团队成员有了高的团队认同感后, 会

根据团队的特征来定义自己, 因此团队成员的个体

需求被压抑, 取而代之追求的是团队的整体利益。

为了追求团队整体利益, 团队成员有动机与其他团

队成员分享知识, 尤其是分享隐性知识以实现团队

目标。另一方面, 团队成员能够跟随变革型领导展

现的角色模范行为而习得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 从

而更加具有分享知识的能力。其二, 团队一致性变

革型领导通过高绩效期望向成员传递卓越、高绩效

的团队形象。为了实现这种团队形象, 团队成员必

须整合和利用多样化的个体知识, 因此团队成员有

动机与其他团队成员分享自身独有的知识。其三,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通过阐明愿景激励下属超

越个体需求, 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奋斗, 下属因此对

团 队 的 未 来 和 手 头 的 任 务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理 解

(Zhang & Peterson, 2011), 形成共同的心智模式 , 
从而有能力去分享任务相关的知识; 集体利益和集

体荣誉带来的集体认同感(Kark & Shamir, 2002), 
又使团队成员有动机去分享知识; 阐明愿景能够提

升成员的积极态度及其之间的信任(Podsakoff et al., 
1990), 从而提高团队成员分享知识的机会和意愿。

综上所述,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为增强团队知

识分享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 1：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与团队知识分

享正相关。 
实际上, 社会网络研究一直利用动机-能力-机

会框架来解释社会资本创造价值的过程(Nahapiet 
& Ghoshal, 1998; Adler & Kwon, 2002)。因此, 个人

行为的动机-能力-机会框架也可以应用于团队一致

性变革型领导对团队交流密度的解释。其一, 团队

一致性变革型领导通过提供角色模范来增强团队

认同感和依附感(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 
并会触发自我归类机制使成员把其他团队成员归

类为内、外群体, 为了降低不确定性, 人们更有动

机去与内群体结成社会连带(Hogg & Terry, 2000)。
其二,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通过高绩效期望向成

员传递卓越、高绩效的团队形象, 因此会促进团队

凝聚力; 在高凝聚力的团队氛围下, 团队成员更有

动机和意愿去与团队内成员及团队外组织内其他

成员互相结成社会连带。同时为了完成卓越的团队

绩效, 团队成员必须经常互相与组织内其他成员进

行深度沟通以整合知识, 因此团队成员更有机会结

成社会连带。其三,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通过阐

明愿景和高绩效期望使下属对团队的未来和当前

的任务有一个共同的理解(Zhang & Peterson, 2011), 
有助于团队形成交互记忆系统, 即团队成员清楚地

知道团队中互补性知识蕴藏在哪些团队成员身上

(Zhang, Hempel, Han, & Tjosvold, 2007), 因此团队

成员有能力和机会与团队内成员及团队外的组织

内其他成员结成社会连带。综上所述, 团队一致性

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成员互相结成社会连带

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 2：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与团队交流网

络密度正相关。 
团队交流网络密度高时, 其一, 由于团队成员

高频率地进行社会互动, 成员有较多的机会从事知

识分享活动; 其二, 成员高度认同于团队并且对其

产生情感依附, 因此更有动机去与其他团队成员及

团 队 外 的 组 织 内 其 他 成 员 进 行 知 识 分 享 (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 其三, 通过频繁的社

会互动, 团队成员建立了共同的认知基础, 形成了

相互了解(cross-understanding)的团队认知(Huber & 
Lewis, 2010), 所以团队成员有能力与团队内成员

及团队外组织内其他成员进行知识分享。因此, 团

队交流网络密度正向影响团队成员知识分享的动

机、机会和能力, 促进了团队的实际知识分享水平。

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 3：团队交流网络密度与团队知识分享正

相关。 
总体来看,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为会影响

团队知识分享水平, 并且这种影响是通过团队交流

网络密度传递的。因为领导行为直接影响的是团队

内部的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影响团队结果(Mathieu, 
Maynard, Rapp, & Gilson, 2008), 即交流密度是变

革 型 领 导 行 为 的 接 近 (proximal) 变 量 , 其 对 远 端

(distal)结果变量—— 团队知识分享的作用是通过

交流网络密度传递的。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 4：在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与团队知识

分享的关系中, 团队交流网络密度起中介作用。 
2.4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团队交流密度与团

队知识分享之间的关系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原则 (Wu et al., 

2006), 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总是倾向于以别人对待

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 
团队领导可能只对待一部分下属展现智力激发和

个性化关怀行为(Erdogan & Bauer, 2010), 表现为

领导行为上的差异性。领导越是展现出个体差异性

变革型领导行为, 说明领导越可能只对小部分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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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此时, 大部分下属并

未得到领导的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 因此他们没

有动机和能力进行知识分享行为。同时, 由于感受

不到领导对自己的关怀, 这些下属对团队没有认同

感或者认同感低, 因此没有动机去为了实现团队的

目标而与其他员进行知识分享。另一方面, 那些得

到领导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的团队成员, 因为自

我归类机制的作用, 会将没有得到该种领导行为的

团队成员归类为外群, 而将和自己一样得到该种领

导行为的团队成员归为内群。因此, 团队成员的交

流主要集中在内群中, 与外群成员的交流机会很少, 
所以他们只在内群内部进行知识分享活动, 没有动

机和机会与外群成员进行知识分享(Turner, 1985; 
Hogg & Terry, 2000)。综上所述,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

领导会负向影响团队的知识分享的动机、能力和机

会。因此, 本文假设： 
假设 5：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团队知识分

享负相关。 
作为团队层面的构念,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

差异性指团队的个体成员交流网密度与其他团队

成员相异的程度。与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一样,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符合 Harrison 和

Klein (2007)关于团队多 样性分类标 准中的差异

(disparity)类型 , 即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

越大, 则越说明只有小部分团队成员的交流网络是

稠密的, 大多数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则是稀疏的。根

据 Bono 和 Anderson (2005)的研究, 变革型领导能

够增加下属在咨询网络中的中心性从而使其获得

职业收益。个体层次上, 变革型领导通过智力激发

鼓励下属发展新的想法和思路去解决问题, 同时下

属必须经常与其他成员交流才能产生新想法。因此

下属有动机和意愿去提高自身社会网络密度。高密

度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个体整合和利用自身社会网

络中的信息和资源, 从而产生新想法和思路。个体

层次上, 变革型领导通过个性化关怀教导下属, 使

其拥有更多与任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因此更有能

力去建立稠密的交流网络。基于权力视角, 由于该

下属在其他团队成员的眼里更有影响力, 所以其他

团队成员更倾向于与该下属交流任务相关的事务

(Bass, 1985)。因此, 得到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的

下属更加有机会去建立稠密的交流网络。另一方

面 , 没有得到领导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的团队

成员则缺乏动机、能力和机会去构建稠密的个体

交流网络。所以在团队层面,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

导正向影响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因此, 
本文假设： 

假设 6：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团队成员交

流网络密度差异性正相关。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越大, 则越表明

只有小部分团队成员拥有稠密的交流网络, 大部分

团队成员的交流网络是稀疏的。这种非对称的社会

网 络 结 构 无 疑 会 抑 制 团 队 成 员 的 知 识 分 享 。

Oldroyd 和 Morris (2012)开发的理论模型表明, 在

个体层面, 明星员工由于其高绩效而使其他员工倾

向于与他/她交流任务相关的事务 , 从而使其拥有

较高的社会资本。但是, 过度的社会资本也会给明

星员工带来信息超载, 从而负向影响其绩效; 在组

织层面, 信息超载会使明星员工降低其知识分享水

平从而降低组织绩效。拥有高社会网络密度的团队

成员通过其高任务绩效和在团队中的影响力成为

明星员工, 从而拥有更高的能力和机会从事知识分

享活动。但是, 当高的社会资本给其带来的信息超

载效应危及其下一阶段任务绩效时, 该成员就不再

具有动机和意愿进行知识分享活动。另一方面, 大

多数低网络密度的团队成员虽然为了提高其任务

绩效有动机和意愿进行知识分享活动, 但是稀疏的

交流网络使其没有机会在团队内部进行知识分享。

总体而言,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不利于团

队知识分享。因此, 本文假设： 
假设 7：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与团队

知识分享负相关。 
如上所述,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会负向影响

团队知识分享, 这种作用是通过团队成员交流网络

密度差异性传递的。具体地, 本文认为得到上司智

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的团队成员更有动机、能力和

机会构建高密度的交流网络从而成为明星员工。进

一步地, 明星员工较高的社会资本所带来的信息超

载使其不愿意进行知识分享; 没有得到智力激发和

个性化关怀的团队成员没有动机、能力和机会构建

高密度的交流网络, 从而没有机会和能力从事知识

分享。所以, 本文假设： 
假设 8：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团队知识

分享的关系中,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起中

介作用。 
2.5  团队知识分享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团队创造力指团队对个体的原创且有用的想

法在团队层面成功的运用和实施(Amabile, 1988)。
团队创造力并非个体创造力的简单加和, 其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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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体的团队整合团队成员各自独特的知识、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视角等, 及其集体性地进行深度信

息加工产生的原创性的产品和服务等。显然, 团队

知识分享尤其是隐形知识的分享能够促进团队深

度 加 工 团 队 成 员 各 自 独 特 的 任 务 性 知 识 (van 
Knippenberg, De Dreu, & Homan, 2004), 而且高度

的知识分享能够使团队避免过程丢失和关系丢失

给团队创造力带来的潜在危害(Mueller, 2012), 从

而真正利用团队工作带来多样性信息的优势, 真正

产生高的团队创造力。因此, 本文假设： 
假设 9：团队知识分享与团队创造力正相关。 
综上所述, 我们得到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以及调研程序 
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在中国东部的一个省份进

行, 该省份是中国最有创新精神和最具活力的经济

区域之一。本研究的目标企业是经过国家科技部认

证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企 业 名 录 请 见 官 方 网 址 : 
http://www.innocom.gov.cn/web/static/catalogs/catal
og_6/6.html)。1 在抽样时, 该省共有 2043 家得到

认证的企业, 我们从 2043 家企业中按照 5%比例随

机抽样得到本研究的目标样本 102 家企业。当地政

府向我们提供了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联系方式, 
我们直接与这 102 家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联系, 
65 家企业同意参与本次研究。在这 65 家企业中, 我

们在每次调研前均与参与调研企业的人力资源经

理沟通要求参与调研的部门是与创新有关的并由

知识型员工组成的, 诸如研发、产品设计、技术支

持、质量保障等部门。选择知识型员工为样本是因

为他们的工作通常要求产生创造性的想法, 并且知

识型员工更容易受到主管领导风格的影响, 因此知

识型员工作为样本与本研究研究目的非常匹配。同

时, 根据 Harrison 和 Klein (2007)的建议, 测量共享

型特征的群体层面构念时参与调研的成员越多, 那

么该构念测量的信度越高; 同时本研究测量了团队

交流网络, 因此我们要求参与调研的团队全部成员

参与本次调研。 
我们在现场调研前准备好问卷。为了避免同源

方差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们从不同来源收集

数据：向人力资源经理, 团队主管以及团队成员分

别派发问卷。员工报告团队主管的领导方式、团队

知识分享、交流网络以及个体人口统计特征; 团队

主管报告团队规模、工作特征、交流网络, 以及个

体人口统计特征; 人力资源经理评价参与调研团队

的创造力水平。所有参与调研的员工被集中在一个

事先安排的地方现场填写问卷。对于未能离开工作

场所到集中场所填写问卷的参与者, 我们到其工作

场所向其发放问卷。研究者面对面地向填写者说明

本次调研的目的以及向参与调研者保证完全的匿

名性, 并亲手递交一张名片和一份小礼品。对于出

差或调休的参与者 , 我们给人力资源经理留下问

卷、承诺书、名片、小礼品和贴足邮资的回邮信封, 
请人力资源经理帮忙发放和催促回收。对于现场发

放现场回收的问卷, 回收时我们逐一检查问卷填写

情况, 并请填写者补写漏填部分。90%的问卷是现

场发放和现场回收, 64%的问卷是在集中场所填写

并回收, 仅 10%的问卷请人力资源经理帮忙发放和

回收。 
我们共向 65 家企业的 307 个团队的 2414 位参

与者发放了问卷, 仅 97 位参与者没有返回问卷或

没有全部完成问卷。由于现场发放和现场回收, 所

以有效回收率和有效回答率高达 96%。只有 13 个

团队(仅占 4.2%)问卷有效回收率低于 80%。在数据 
 

 
 

图 1    本文理论模型 

                                             
1 具体认定办法请见 2008 年 4 月 14 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出台了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该办法可

在科技部官方网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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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 我们删除了这 13 个团队。由于数据配对造

成的数据损失, 在假设检验中, 65 家企业的 225 组

团队层面数据进入正式分析。 
3.2  构念测量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

导的三个维度—— 提供角色模范(3 个条目 , α = 
0.90)、展现高绩效期望(3 个条目, α = 0.82)和阐明

愿景(5 个条目, α = 0.92)来自 Podsakoff 等(1990)的
量表。该量表在中国情境下得到广泛的运用 (如

Wang et al.,2005)。由于本文将该构念直接建构在团

队层次, 所以所有条目的参照点均被设定为作为整

体的团队(三个维度的示例条目分别为：团队主管/
经理不单口授而且用自己的行为来领导我们; 团队

主管/经理激励我们设定高水平的目标; 团队主管/
经理为我们的团队描绘出美好的远景)。团队成员

用 6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 1 表示“完全不同意”
到 6 表示“完全同意”。作为一个共享型特征的构念, 
为了判断数据是否适宜聚合到团队层次, 需要检验

组内一致性和组间异质性指标 (Kozlowski & Klein, 
2000)。我们采用 Rwg 指标来评价团队一致性变革型

领导测量的组内一致性(James, Demaree, & Wolf, 
1984)。结果表明三个维度的平均 Rwg 值分别为

0.73、0.79 和 0.77, 完全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

组间异质性用 ICC (1)和 ICC (2)指标来估计, 结果

表明三个维度的 ICC (1)分别为 0.15, 0.11 和 0.19, 
ICC (2)分别为 0.55, 0.47 和 0.62。ICC (1)值达到了

James (1982)建议的 0.12 标准, 表明这三个维度均

存在足够的组间变异; 较小的 ICC (2)值是由于评

分者人数较少所导致的(平均每个团队不足 8 人) 
(Bliese, 2000)。为了节约自由度和模型的简约性, 
在正式的结构方程分析时我们使用各个维度的平

均得分作为指标来反映一个潜在的变革型领导构

念, 即用三个指标来反映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

导的两个维度—— 智力激发(3 个条目, α = 0.90)和
个性化关怀 (4 个条目, α = 0.94)也来自 Podsakoff
等(1990)的量表。由于本文将该构念建构在个体层

次上, 所以所有条目的参照点均被设定为个体(两

个维度的示例条目分别为：团队主管/经理激励我以

新的方式思考旧的问题; 团队主管/经理行为方式

考虑到我个人的需求)。团队成员用 6 点李克特量

表进行评价, 1 表示“完全不同意”到 6 表示“完全同

意”。作为一个构造性特征的构念, 该构念属于差异

(disparity)类型(Harrison & Klein, 2007)。因此, 本文

用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来测量(Allison, 
1978)。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团队成员个体所报告

的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其均值。 
团队交流网络密度。与 Xiao 和 Tsui (2007)在

中国情境下的研究方法一样, 本文也采用个体为中

心的(ego-centric)提名法来测量交流网络。具体地, 
首先要求被调查者提名交流工作事务最频繁的 2 至

5 位本公司同事, 然后要求被调查者分别填写自己

与该同事的交流频繁程度, 以及这些同事间的交流

频繁程度。由于个体更倾向于报告强连带, 所以提

名法所得出的团队交流网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Krackhardt & Kilduff, 1999), 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比

较研究是有信度的(Burt, 1992; Xiao & Tsui, 2007)。
个体可以在 0 到 2 之间选择交流频率(0 代表不交流

或很少交流; 1 代表一些交流：每周都会交流 2~3
次; 2 代表较为频繁或频繁交流：每周交流 3 次以

上)。我们使用 Scott (2000)的公式计算个体交流网

络密度, 即网络中连带的总数目除以最大可能的数

目。与 Sparrowe, Liden, Wayne 和 Kraimer (2001)
的网络密度计算一样, 本文使用实际值的数据去计

算网络中连带的总数目, 这样做可以减少二分法带

来的网络数据信息的丢失, 网络中连带的总数目为

N*(N-1)/2。本文使用 Soda, Usai 和 Zaheer (2004)
的方法计算团队社会网络密度, 即将团队内部所有

成员的个体网络密度取平均值。这种操作方法类似

于前文所讲的共享型特征, 所以本文也计算了组内

一致性和组间异质性指标。结果表明交流网络的

Rwg 均值为 0.78, 达到了 0.70 的要求, ICC (1)值为

0.14, ICC (2)值为 0.43, 同样地, 较低的 ICC (2)可
能是由我们限定不超过五人的网络规模的所导致

的 (Bliese, 2000)。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团队成员交流

网络密度差异性越大, 说明团队内部只有小部分团

队成员的交流网络是稠密的, 另外大部分成员交流

网络是稀疏的。因此 , 如前文所述 , 该构念符合

Harrison 和 Klein (2007)定义的差异(disparity)类型, 
因此和个体聚焦的变革型领导一样, 本文用变异系

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来测量团队成员交流网

络密度差异性。 
团队知识分享。为了更好抓住本文理论部分描

述的各变量是通过影响团队成员知识分享的动机、

能力和机会影响团队知识分享, 本文选择了 Smith, 
Collins 和 Clark (2005)的知识分享量表。该量表有

12 个条目(总体 α = 0.95), 分别测量了知识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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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或意愿(4 个条目, 1 个示例条目是：本团队员

工愿意和同事交流和融合想法)、机会(4 个条目, 1
个示例条目是：本团队员工能够自由地和其他员工

一起讨论新的想法或进展)、能力(4 个条目, 1 个示

例条目是：本团队员工善于通过分享其个人的想法

来产生新的创意、产品或服务)。团队成员用 6 点

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 1 表示“完全不同意”到 6 表示

“完全同意”。为了节约自由度和模型简约性, 在正

式分析时我们使用知识分享的动机、意愿和能力三

个指标来反映团队知识分享。作为一个共享型特征

的构念, 本文计算了知识分享的组内一致性和组间

异质性指标。结果表明知识分享的 Rwg 均值为 0.81, 
ICC (1)值为 0.11, ICC (2)值为 0.29, 基本满足聚合

的要求。 
团队创造力。我们用六个条目来测量团队创造

力(α = 0.95)。其中四个条目来自于 Farmer, Tierney
和 Kung-Mcintyre (2003), 另外两个来自于 Leenders, 
van Engelen 和 Kratzer (2003)的研究。示例条目为：

该工作团队会寻求新方法来解决问题; 该工作团队

能够产生全新或突破性的点子及想法。公司人力资

源经理用 5 点李克特量表对该团队与公司内其他团

队的创造力进行比较, 1 表示“低于平均水平”到 5 表

示“高于平均水平”。为了节约自由度和模型简约性, 
本文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把 6 个条目组合成 3 个子

组合指标(item parcel)来反映团队创造力。 
控制变量。为了排除其他的解释机制, 本文根

据 Wu 等 (2010)的建议控制了 3 个可能混淆本研究

结果的变量。(1) 团队层面的交流网络规模, 该变

量用个体交流网络规模的平均数来测量; (2) 团队

年龄多样性, 该变量用团队成员年龄的标准差来测

量; (3) 团队任务相依性, 该变量用 Dean 和 Snell 
(1991)开发的 7 个条目量表(α = 0.76)来测量(示例条

目为：团队员工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和他人协作以完

成工作？)。团队主管用 6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 1
表示“非常少量”到 6 表示“非常大量”。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判定个体层面核心构念变革型领导行为

和知识分享的测量质量, 本文首先在个体层次上对

变革型领导行为的五个维度和知识分享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假设的 6 因子模型对数据的

拟合指数为: χ2/df = 4.30; RMSEA = 0.061; SRMR= 
0.029; GFI = 0.93; CFI = 0.99。为了判定本研究团队

层面变量(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 个体差异性变

革型领导, 团队交流网络密度,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

密度差异性 , 团队知识分享 , 团队创造力)的聚合

效度和判别效度, 我们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如

前所述, 对于变革型领导, 我们使用各维度的得分

作为指标来反映一个高阶的变革型领导构念。假设

的 6 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为：χ2/df = 2.25, 
RMSEA = 0.071, RSMR=0.052, GFI = 0.94, CFI = 
0.98; 同时各因子的载荷均大于 0.5 (请见图 2), 并

且 t 值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根据 Hu 和 Bentler 
(1999)和 Walker (2010)的建议, RMSEA 值在 0.05
和 0.08 之间是可以接受的, RMSEA 值大于 0.1 则代

表模型与数据拟合的差; SRMR 的值小于等于 0.08
代表模型拟合的较为理想 , Garson (2008)则认为

SRMR 小于 0.1 代表模型和数据拟合的程度是可以

接受的; CFI 值大于 0.9 代表模型与数据拟合的较好; 
GFI 值大于 0.9 代表模型与数据拟合的较好。以上

结果表明了本文六个主要团队层面的构念具有良

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表 1 给出了本研究所包含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表 1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平均网络人数 7.76 4.51         

2.年龄多样性 1.22 0.67 0.19**        

3.任务相依赖性 3.95 0.81 0.11 −0.08       

4.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 4.57 0.53 −0.10 0.07 0.07      

5.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 0.24 0.10 0.20** 0.07 0.06 −0.58**     

6.交流网络密度 1.48 0.22 −0.04 −0.07 −0.05 0.32** −0.22**    

7.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 0.25 0.10 0.17* 0.10 0.07 −0.26** 0.34** −0.55**   

8.知识分享 4.52 0.49 −0.13* 0.11 0.04 0.70** −0.51** 0.26** −0.25**  

9.团队创造力 3.37 0.71 −0.01 0.08 0.10 0.19** −0.14* −0.06 0.06 0.22**

注：N=225;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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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

与团队知识分享正相关(r = 0.70, p < 0.01), 与团队

创造力正相关(r = 0.19, p < 0.01); 个体差异性变革

型领导与团队知识分享负相关(r = −0.51, p < 0.01), 
与团队创造力负相关(r = −0.14, p < 0.05); 团队知

识分享与团队创造力正相关(r = 0.22, p < 0.01)。 
由于本文构建的是一个因果链模型 , 所以用

LISERL 8.72 软件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为了检验

假设 1 和假设 5, 本文首先运行了一个只有主效应

和控制变量的模型。三个控制变量对团队创造力的

影响分别为：团队网络规模对团队创造力没有显著

影响(γ = −0.01, n.s), 团队年龄多样性对团队创造

力没有显著影响(γ = 0.07, n.s); 团队工作特征(本研

究用任务相依性表示)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γ = 
0.15, p < 0.10)。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 团队一

致性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知识分享(γ = 0.72, p < 
0.01), 即假设 1 得到验证;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

负向影响团队知识分享(γ = −0.32, p < 0.01), 假设 5
得到验证。为了检验本文假设的中介模型, 本文运

行了一系列的间接效应模型, 图 2 给出了最终接受

的结果模型。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指数是:(χ2/df = 
2.01; SRMR=0.092; RMSEA = 0.067; GFI = 0.90; 
CFI = 0.96)。如图 2 所示,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

对团队交流网络密度的影响显著为正(γ = 0.28, p < 

0.01), 假设 2 得到支持; 团队交流网络密度正向影

响团队知识分享(γ = 0.11, p < 0.05), 假设 3 得到验

证;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对团队交流网络差异性

的影响显著为正(γ = 0.32, p < 0.01), 假设 6 得到支

持; 团队交流网络差异性负向影响团队知识分享水

平(γ = −0.20, p < 0.01), 即假设 7 得到验证; 团队知

识分享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γ = 0.23, p < 
0.01), 假设 9 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假设 4 和假设 8, 我们采用 Sobel 检

验。Sobel 检验可以直接发现间接作用的大小, 从

而检验中介作用。虽然 Baron 和 Kenny (1988)所提

出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应用非常普遍, 但近来的研

究表明 , 该方法的统计功效不足 , 并进一步表明 , 
直接检验间接作用大小的方法能够在第一类错误

和 第 二 类 错 误 之 间 取 得 更 好 的 平 衡 (MacKinnon, 
Lockwood, Hoffman, West, & Sheets, 2002)。Sobel
检验表明,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通过团队交流网

络密度来影响团队知识分享的间接作用是显著的(z = 
1.93, p < 0.05), 因此, 假设 4 得到验证; 个体差异

性变革型领导通过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

来影响团队知识分享的间接作用显著(z = −2.39, p < 
0.05), 因此, 假设 8 得到支持。 

补充分析结果。由于本研究构建的是三阶段的

因果链模型, 所以可以通过路径系数分析来阐明所 
 

 
 

图 2  实证结果模型 

注：N=225.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路径系数是标准化系数；所有的因子载荷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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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通过团队交流网络到团队

知识分享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β = 
0.02, p < 0.05),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通过团队成

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和团队知识分享对团队创造

力的间接影响效应显著为负(β = −0.02, p < 0.05)。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和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 225 个研发团队的实证研究表明, 个

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降低团队知识分享水平, 从而

抑制了团队的创造力; 相反地, 团队一致性变革型

领导通过建立稠密的团队交流网络来促进团队的

知识分享, 从而提高团队创造力。本文研究对于领

导学、团队知识管理和团队社会资本研究均有理论

贡献。 
其一 , 本研究探究了领导学领域最新的议题

——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 , 并将其与重要的团队结

果—— 团队创造力—— 联系起来, 深入探讨差异

化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

机制。本文结果实证了 Wu 等(2010)结论的跨文化

适用性。正如 Wu 等(2010)所述, 团队领导应该意

识到采用差异化的领导风格对待每个作为个体的

团队成员可能会导致团队效能的损失 (Wu et al., 
2010, p.103)。在中国,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研究具有

很强的本土切题性。国内学术界对此还仅处于概念

引进和介绍阶段。为了探究变革型领导可能的阴暗

面, 国际学术界对差异化变革型领导的研究也仅是

最近几年才兴起, 并主要从社会心理视角来解释其

作用过程(Schriesheim et al., 2009; Wu et al., 2010)。
从社会结构视角, 本文打开了差异化领导对团队结

果影响的“黑箱”：差异化领导影响团队社会网络, 
进而影响团队知识分享, 从而影响团队创造力。因

此本研究填补了理论上的空白, 为领导学研究领域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其二, 尽管创造力是组织研究领域重要且热门

的议题, 但是关于团队创造力的研究明显滞后于个

体层面创造力的研究(Zhou & Shalley, 2008)。作为

团队构造者和影响者, 团队领导无疑是影响团队创

造力的重要因素(Mathieu et al., 2008)。现有研究变

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中介机制集中在团队氛

围感知上, 比如团队支持创新氛围(Eisenbeiss, van 
Knippenberg, & Boerner, 2008)等变量。本文提出了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交流网络密度作为中介变量, 

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白。 
其三, 知识分享是组织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因

素和目标。已有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源政策(Smith, 
Collins, & Clark, 2005; 阎海峰, 陈灵燕, 2010)视角

探讨了组织内知识分享的前因。然而在团队工作中, 
团队领导的行为和团队的社会网络结构是影响团

队成员知识分享更直接的前因变量。因此, 本研究

深化了理论界对团队情境中知识分享前因的认识。 
其四, 团队社会资本自从被提出来(Oh et al., 

2004; Oh et al., 2006), 已有研究仅仅集中在探讨其

对团队结果变量的影响(Oh et al., 2004), 并且主要

集中于单个团队社会资本指标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Zhang & Peterson, 2011)。基于差异化变革型领导

理论, 本文同时解释了共享性的团队社会网络特征

(团队交流网络密度)和构造性的团队社会网络特征

(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差异性)的前因和结果变量, 即

群体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共享性的团队社

会网络特征,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影响构造性的

团队社会网络特征, 同时这两种类型的团队网络特

征均影响团队知识分享和创造力。因此, 本文深化

了学术界对于团队社会资本前因与结果的认识。 
5.2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其一, 本文的横截面数据无法真正建立因果关

系。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纵向研究设计或者实验法

强化理论模型的因果推断。比如, 未来的研究可以

考虑在时间 1 收集差异化领导行为, 在时间 2 收集

团队网络数据和团队过程数据, 在时间 3 收集团队

结果变量数据。 
其二, 本文使用了自我中心的提名法来收集团

队社会网络数据 , 计算每个成员交流网络的密度 , 
用均值表示团队交流网络密度。理论上, 团队交流

网络密度是共享性的团队特征, 说明这种均值方法

可行 ; 操作上 , 有学者采取这种方法(Soda et al., 
2004), 并在研究中我们的检验也说明从个体聚合

到团队层面形成团队网络密度的测量是可靠的。但

是, 我们还是鼓励未来的研究直接使用基于花名册

的全网方法收集团队层面的社会网络数据。 
其三, 尽管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团队差异化领

导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但是, 本文没有研究

团队领导差异化领导行为怎样影响个体层面的心

理特征变量(如心理安全)和个体层面的结果变量

(如个体创造力和组织承诺), 以及这些个体层面的

心理特征是怎样上升到团队层面, 从而影响团队层

面的结果变量。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个体层面



5 期 蔡亚华 等: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知识分享与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社会网络机制的解释 595 

 

的心理特征变量, 比如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可能

会负向影响个体心理安全感从而负向影响团队心

理安全氛围, 进而阻碍团队知识分享。 
其四, 尽管本研究表明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

对团队知识分享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并且这种负向

作用是通过团队成员交流网络密度差异性传递的,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其他团队社会网络特征作

为可能的中介变量。比如团队内部小群体(clique), 
因为如果领导展现了个体聚焦的行为, 团队成员可

能就与领导形成不同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 
根据社会网络的趋同原则(homophily), 团队成员将

会选择与自己领导-成员交换质量相似的团队成员

结成社会连带(Sherony & Green, 2002), 因此团队

内部可能形成小群体, 小群体之间的竞争将会使作

为整体的团队的知识分享水平受到阻碍。因此, 基

于社会网络视角, 小群体是值得未来研究关注的新

中介变量。 
其五, 尽管基于同源方差的考虑, 本文使用了

人力资源主管来评价团队创造力, 但是作为团队层

次的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部门主管来评价团

队创造力。首先部门主管对于各自团队的效能有最

直接的了解, 其次部门主管与人力资源经理对于团

队的了解不是一个层面的。 
5.3  对管理实践的启示 

其一, 本文主要的启示是在中国情境中, 领导

者不能一味地展现差异化变革型领导行为, 应该采

取权变的视角在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和个体差

异性变革型领导之间取得平衡。如本文研究结果所

示, 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会阻碍团队的知识分享, 
从而不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尽管在中国情境下, 
差序格局是一个渗透在各种社会结构中的常态, 但

是团队领导必须要克服这种根据关系亲疏来差异

化对待下属的倾向。团队正在成为组织中最重要的

竞争单元; 为了应对动荡的竞争环境, 形成持续的

核心竞争力, 企业高度依赖于团队的创造力来实现

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然而差异化领导会负面影响团

队创造力, 所以团队领导应该对下属一视同仁, 展

现出相同的领导行为。从下属的视角来看, 中国人

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 因此感知到

领导展现差异化领导行为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

特征(比如心理安全感和公平感), 不利于形成融洽

的团队氛围, 破坏了团队有效性。 
其二, 在中国情境下, 领导应该展现团队一致

性变革型领导行为, 这种领导行为有助于培育团队

内部稠密的交流网络, 稠密的交流网络有助于促进

团队知识分享, 从而对团队创造力产生积极作用。

因此企业在制定人力资源政策时, 应该强调在团队

内部培育知识分享氛围, 并且在团队领导的培训过

程中, 鼓励其展现出团队一致性领导行为, 避免差

异化对待团队成员的行为。 
其三, 团队知识分享是企业团队知识管理的一

个重要方法。团队是企业员工知识分享的基本平台, 
也是组织知识的基本载体。因此企业除了在组织层

面实施有利的人力资源政策以外, 还应该对团队领

导加以培训, 避免其展现出差异化的领导行为, 尽

量展现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为, 这样的领导才

能打造高知识分享的工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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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s an emerging area in leadership studies.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is topic are limited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Drawing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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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ddress the puzzling issue of how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would affect team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us team creativity. Specifically, we theorized that team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nsity as a shared team property that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focus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ubsequent team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nsity divergence among team members as a configural team property that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ted individual-focus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ubsequent team 
knowledge sharing. We also hypothesized that team knowledge sharing w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team 
creativity. 

We collected data from an eastern provin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targeted firms were 
high-technology firms accredit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randomly selected 102 firms 
from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2,043 government-accredited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the province (i.e., 5%). 
With the help of local government, 65 firm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All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were 
adapted from well-established scales. We collect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work-rela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 team knowledge sharing, and team creativity data from team members and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r at each participating firm. 225 teams in 65 firms provided matched observations and were included in 
the data analys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s) showed acceptable model fit indices. We also obtained 
sufficient inter-rated agreement (Rwg)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 (ICC) values to justify the aggregation of 
shared team-level property, such as team-focus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m knowledge sharing. 

We us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ith the software of Lisrel to test our hypotheses. 
Findings generally supported our hypotheses. Results showed that team-focus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sharing and team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nsity mediated this 
relationship. Meanwhile, differentiated individual-focus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nsity divergence among team members 
mediated this relationship. Also, knowledge sharing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eam creativity.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in Chinese context team knowledge sharing is a salient predictor of team creativity. 
Moreover, team-focus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ositively influenced team knowledge sharing which was 
mediated through team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nsity; differentiated individual-focus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negatively influenced team knowledge sharing which was mediated through team member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nsity divergence. We highlighted the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the 
potential dark side of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s in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eam communication network; team knowledge sharing; 
team creativity 


